
复数的鸡毛换糖
——浙江义乌经验的商业起点与伦理渗透

刘成斌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

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

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定位，形成“薄利”经

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

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

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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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义乌人——包括官方的，也包括民间的，不论是接受媒体采访或是面对学术调查，谈起经商成功的原

因都开口必谈“鸡毛换糖”，尤其是 20岁以前就成为货郎担游走四方的成功商人被官方、民间津津乐道，反

复讲述。不单单是第一代商人如此，年轻的二代商人也往往会谈论他们的父辈如何做货郎担的鸡毛换糖

经营并以此为荣。“梦娜”董事长宗谷音 15岁就走上了鸡毛换糖的道路、“水晶女皇”周晓光高中毕业从事

了同样的小买卖的故事广为传颂。但鸡毛换糖作为义乌经验中所特有的一个焦点现象，到底对义乌人经

商的成功和义乌作为一个区域其发展模式的成功有什么实质上的逻辑意义，鸡毛换糖是否具有一种商业

伦理的价值和启示？针对此问题，本研究预备以义乌小商品经营发源地——乐村为个案，结合实地调查资

料，分析义乌人早期经营小商品的创业过程与经验特质。

乐村是浙江省义乌市东部的一个行政村。它东距宗塘村、盘山村约 1公里，西邻深塘村，南连后义村、

何宅村，北依舍盘塘村。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上一直属义乌市廿三里镇管辖，离廿三里镇约 1公里。乐

村所在的廿三里镇，历史上因其地理位置东南距浙江省东阳市府驻地吴宁镇、西南距浙江省义乌市府驻地

稠城镇、西北距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各廿三华里而得名。据 2000年统计，该镇面积 72.2平方公里，下辖 42
个行政村，其中乐村共有 266户，801人，耕地 447亩；全村由 3个自然村组成，设村民委员会 1个，下辖 9个

村民小组。村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 30年中主要以个体私营工商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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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得资料均采用访谈的方式进行。2001年 7-8月以探讨该村落的非农经济变迁为主题，收集

义乌市廿三里镇政府和乐村的背景资料。调查员在廿三里镇档案室、乐村档案室，以及村民中收集了大量

的文献资料和方志材料，就村落基本情况进行访谈，对该村的情况作了较概括性的初步了解。2002年 5月
调查员以“采集口述资料”为主要目的第二次赴乐村调查。本研究主要运用这两次调查资料，部分感性认

识来自笔者 2003年至 2014年间多次到义乌城乡进行调研的实践体会。

二、概念、研究视角与文献综述

鸡毛换糖是对义乌农民经商传统的一种经验描述。根据《义乌县志》的记载，1979年开始出现廿三里

等地的农民挑着“敲糖担”到县城的县前街（县人民政府前）歇担设摊，而这种“挑担”经营的方式最早可以

追溯至清朝乾隆时期，当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

糖熬制成糖饼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从

1980年代中期义乌农民商人的大量崛起及其带来的市场经营主体的分化（刘成斌，2011），到 1990年代中

期“贸工联动”（陆立军，1997），再到 2000年之后的全球化小市场交易中心、制造中心与研发中心，义乌市

场经营模式都突出地表现为“薄利多销”。

本文题目“复数的鸡毛换糖”立意在于强调作为商业交易的鸡毛换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

行动”，而且这种模式贯穿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前后全过程；但基于学理分析的需要，这里的复数

行动又是一种“理想类型”行动模式，是从实践提炼出来的但又不是原样复制的实践本身。超越实践本身

的部分在于笔者想通过这一“理想”概念表达一种当下社会亟待弘扬的行动理念：经商者在寻求商业交易

利润的同时，应该以可持续性、可反复交易的对象或潜在的交易对象增加为长远目标，使其交易本身成为

一种共赢的“互动”，而非剥夺式，更不是垄断、欺诈式（就欺诈、假冒伪劣来讲，恐怕浙江温州、义乌等地早

期的原始资本积累都存在），使交易行动的长期效果是走向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由此与追求单笔利润较

高的“短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都有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关

于中国工商业发展动力到底是来自“冲击—回应”，还是有自己的文化渊源这一点在学界争论颇多，比如金

耀基曾用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称儒家伦理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功能而否认了韦伯的“阻碍”说，杜维明认

为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修身、自我约束、义务感实际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资本主义”（杜维明，

1989：103），余英时也认为“韦伯所刻画的‘入世苦行’也同样可以把中国宗教包括进去”（余英时，1987：69）。

马敏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的中国商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探讨了在儒家文化环境下中国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伦理的发生过程。杜恂诚也对这一发生过程进行了文化上的梳理（杜恂诚，1993），其总的观点是

“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金耀基，1999：24），农民不但在农业生产中是以家庭为核心，在创办企业从事工

商业经营时也是“以家庭为经济核算单位的”（王满传，1992），实证数据的比较分析也确实表明“家庭利益

是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主要来源”，“为了家庭利益是创办或承包企业的动力”，家庭经营的活力促进了市场

分化过程当中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分化及其规模扩展（朱秋霞，1998；刘成斌，2011）。

但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宏大研究中，还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微观”深化分析，比如说以家庭为个人行动

核心的理念，而这种文化理念是普遍的、是对社会所有成员都具有“教化”功能的，这一点不能解释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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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圈内的区域发展差异，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区域之间的差异，这是现有韦伯命题及其批评者的文献都解释

不了的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批评韦伯命题”的研究实际是附会韦伯、从儒家文化中寻找新教的“功能等

价物”（单世联，2004）。依笔者现在的经验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验的文化根源梳理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命题”，这里至少牵涉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牵涉到改革以后的发展经验本身是属于首次现代化或

是二次现代化问题——应该是属于模仿别人的二次现代化，这已经与韦伯强调的“原发”资本主义不是一

个问题。其次牵涉到中国近代自洋务运动以来所尝试的现代化努力以及以“共产主义”理念为指导的人民

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理念之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指导理论到底是什么？从德先生、赛先

生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是如何逐步变迁的？应该说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进程的理念是前后不一致

的。第三牵涉到中国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家战略是一种“经济运动”，而不是经济与政治、

文化多位一体的综合运动——而韦伯所讨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综合经济增长、社会分配、民主政治、宗教

文化等多元一体的现代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这种庞大的研究框架还暂时无法一一梳理，作为研究的“初

级阶段”，笔者似乎只能在分析其“模式”特征、存在机理上先下足工夫。

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共同的宏观机遇大背景下，义乌“经商农民”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行动能力、经验促

使义乌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问题，从焦点现象“鸡毛换糖”切入，展开义乌经验的“行动论”分

析，并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归纳。

三、从副业到小百货：鸡毛换糖简史

乐村传统的主业是粮食作物——水稻。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用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一般种植早稻、中

稻和晚稻。1954-1958年，乐村开始实行间作晚稻与边作晚稻的水田耕作制度。1958年以后，双季稻的种

植面积逐步扩大。进入 1960年代以后，双季稻种植面积达到 80%以上。当时化肥之类的现代施肥方式还

没有充分应用，为了提高产量，乐村村民采用了“塞秧根”①的方法补充肥力。但是，由于密植产量提高有

限、人口增长过快等原因，村民们仍然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是处于饥饿的威胁当中。CYY回忆说：

15岁那年（据推算是 1960年），刚要小学毕业的时候，要一块钱学费，家里拿不出来。……那

个时候，家里一块钱都搞不出来。我们一般早饭十有九天没有吃的，一天吃两餐。中饭，回到家

里，打开锅一看，没有烧，也只能去读书。下午放学回来后，有时就去采点野菜，烧起来当饭吃。

烧野菜没有油，很多时候连盐也没有。

据乐村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台帐》计算，1961年的粮食年总产量是 136550公斤，其中水稻 84050
公斤，小麦 14850公斤，大麦 8050公斤，玉米 9900公斤，芋艿 5650公斤，小米 6800公斤，其他类粮食 7250
公斤。按照当时 519亩的耕地面积计算，平均全年的亩产量是 263.1公斤。除去交售国家的征购粮和集体

提留的种子、饲料、储备粮等，分配给社员的全年人均口粮是 160公斤，社员的人均年收入是 43元。从这些

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乐村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贫

穷的生活迫使部分村民外流，逃往江西、福建甚至宁夏等地。

① 塞秧根是一种施肥方法，具体地讲就是用人粪、猪肥搅拌草木灰，加进铡碎的鸡毛、猪毛、头发、豆饼等，在插秧7天后，在每株秧苗

根部塞一小团。由于，鸡毛及其他动物的毛发含有丰富的磷、钾、钙等元素，对土壤的改良和农作物的生长无疑具有有利作用。

复数的鸡毛换糖

-- 46



Vol. 3 No.4, Jul. 2015
http://src.zlzx.org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3卷 第4期
2015年7月

当然，“贫穷”这一因素并非足以导致义乌人走上“鸡毛换糖”的经商道路之必要或充分条件，因为贫

穷无论是在解放前的旧中国还是在改革前的新中国都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很多地方也很贫穷，甚至比

义乌还要贫穷。这里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义乌糖”，鸡毛全国都有，但“义乌糖”只有义乌有，这应当

是义乌人成为鸡毛换糖主力军的“先天”因素。据《义乌县志》记载：“顺治年间，从温州得种（糖梗），乃竞

栽种之”。与此相对应的是，义乌《洋川贾氏燕里村谱》记载义乌贾氏第五代传人贾惟承于顺治年间在燕

里村开始种植从福建引进的糖蔗，其特点是糖分高、粘度强、营养含量也很丰富，在顺治时代已经名声远

扬。到了 1929年，“黄培记号”义乌糖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获得了特别奖。1950年代，义乌糖蔗种植

面积和红糖产量均居浙江省首位，是国家级糖料基地。义乌糖的色嫩黄而略泛青，质地松软，散似细

沙，甘甜味鲜，清香可口；每 500克红糖含钙 190毫克，磷 390毫克，铁 38.5毫克，此外还有锰、锌等微量元

素和胡萝卜素、核黄素、氨基酸、烟酸、葡萄糖等成分；具有舒经活血、驱寒去湿、暖胃强身、排毒养颜之

功效。义乌人讲小孩被蜜蜂蛰了，取一把红糖，融化后涂于红肿处，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但是，义乌

1980年代以后名闻全国、全世界并不是因为义乌的糖，而是因为由鸡毛换糖演变而来的小商品市场，因

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这种“物”的因素，而是义乌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的“人”的特征，尤其是行

动模式和文化特征。

乐村村民的传统副业很多，包括种植甘蔗、桃子、西瓜、山花梨、葡萄等经济作物，有时也养殖猪、鸡、

鸭等，少数村民还种桑养茧。但是最主要的是种植甘蔗制作红糖。既然叫副业，肯定会与主业的需求发

生矛盾，尤其是在政策高压下地方官员强调“密植”、放高产“卫星”的背景下，鸡毛换糖会受到各种打击

与抑制，这在“理想”（张乐天，2005）的人民公社时期表现相当突出。1958年，在廿三里人民公社的领导

下，乐村和张店、骆宅、后义合并成为一个生产大队，也实行了“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

公社制度。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实行集体统一经营，非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鸡毛换糖必须外出和流动，所以也在控制之列。鸡毛换糖在“大跃进”时期曾经

一度衰落。

在改革开放前，乐村的鸡毛换糖还不具有明显的“非农化”性质。之所以这样界定主要是基于三个方

面：一是从鸡毛换糖的行动目标来看，是为农业增长而奠定基础，并不以追求直接的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

二是鸡毛换糖的经营时间受农业劳动时间限制——只能在农闲时间进行；三是从鸡毛换糖的性质来看，属

于物物交换，敲糖是农民自产红糖的再加工产品，换回的鸡毛则主要用作农作物的肥料，所以，鸡毛换糖是

“水稻种植”这一主业的补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鸡毛换糖出现了新的发展与转变。

1960年代中期，乐村与全国农村一样笼罩在“左”倾政策的阴影下，虽然所有的劳动力甚至半劳动力都

投入到土地劳动当中，但还是面临饥饿的危险；在严厉的政策抑制下，乐村人还是想办法利用或变通政策

继续从事鸡毛换糖业。而且在反复的政治运动造成农村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短缺，鸡毛等在农村工业发展

中形成了新的需求的背景下，鸡毛换糖业在 1960年代中期到 1970年代中后期越发繁荣，并由于经营范围

的扩大、社会发展的需求等原因出现了重要的社会分工。具体表现是，不但在“买”的一端发生了分工，

“卖”的一端也出现了分类。在“买”的一端分化出了“糖坊”和“小百货”；在“卖”的一端发展出了鸡毛的分

类及鸡毛以外的物品分类销售。

据乐村村民反映，在“文革”前一两年，随着鸡毛换糖业发展壮大及“拨浪鼓”行程的扩展，专门为鸡毛

换糖的人提供货源的“糖坊”出现了，“糖坊”大多是设置在鸡毛换糖的人主要经过的线路站点，如杭州、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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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糖坊主也都是义乌人。糖坊的出现主要给离家较远的外出者提供了方便，他们不必回到家里就可以批

发到糖果，虽然批发的成本略高于自己制作，但通过两点可以弥补：一是减省了回家的路费开销，二是换取

了做生意的时间，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鸡毛换糖。

[乐村村民CHC]鸡毛换糖的人主要是做供销社或商店里没有的货的生意，这个有点难度了。

如果商店里都有的商品，生意就不好做，商店里没有得卖的东西，那就利润比较高了，最少是高一

倍的价钱。为了配合鸡毛换糖，有人就自发地组织小商品货源。你要去鸡毛换糖，我就专门做

（经营）这些商品，专门供应鸡毛换糖的人，所以小百货市场就自然发生了。这都是我们这里人，

你去鸡毛换糖，我把小百货找来提供给你。这样，鸡毛换糖的人就比较方便了。找货源的人专门

找货源，鸡毛换糖的人专门鸡毛换糖。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商品配给制的限制，老百姓手中的日用品非常短缺，这一点为走乡串户的鸡毛换

糖人所捕捉，于是，他们开始在换鸡毛的同时，拓展更多的交换物品。他们逐渐增加的交换商品有针线、橡

皮筋、纽扣、小孩玩具等，这些都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供销合作社难以买到的小商品。随着社会发展

和老百姓对日用品需求的增多，鸡毛换糖的供货物品逐渐形成了“小百货”。

由此我们发现，乐村村民讲述的“鸡毛换糖”概念已经超出了它的本原含义，转而成了相当空泛化的

“做生意”的代名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鸡毛换糖在“文革”时期遭遇到更加严厉的控制。但受“资本动

力”的驱使，村民们变通的办法相当多，生存的智慧开始突显，其中CHC改证明信内容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即先以允许的名目开证明，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改。

那个时候……都是想办法的，把“卖猪”两个字改掉，换成“换糖”两个字。还有一种办法，用

柠檬酸配制的药水可以把字褪掉，然后再写。

……华国锋出来后不用（证明信）了，许可证可以做了，但到外省不行，于是，我把“江山”（浙

江省的一个县）改成“江西”，这样就可以到江西去。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在面对人多地少困境的时候，并不是被动地听命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安

排，更不是像黄宗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认为自己的收入仅仅与生产队劳动力投入的平均产值相联，不

反对过密化生产。在国家机器面前虽然是弱者，但他们体现了充分的劳动者的智慧，在“适度遵从”制度

安排的同时，深刻意识到了“肚子先于灵魂”（乔治·奥威尔，1943；转引自詹姆斯·C. 斯科特，2001：293）的

原理。

四、描述与认知：义乌人眼中的鸡毛换糖

根据义乌县委 1982年《解放思想，搞活管好小商品市场——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情况》一文的

记载，义乌县开放小商品市场起到了解放劳动力、增加百姓收入、弥补国营商业的不足、增加国家税收

等多种正面功能，对于义乌本地来说，发挥了个体劳动者经营小商品的积极性，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小

商品经营当中来。基于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主的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来讲，鸡毛换糖阶段的发展对商业

化、工商业并重阶段的到来所起到的奠基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信息资本三个方

面；本文即着力于这三个方面来解读“鸡毛换糖”作为一种商业行动的建构过程及其对义乌整体区域发

展的逻辑意义。

复数的鸡毛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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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资本的积累

义乌佛堂镇和平村的冯爱倩是小商品市场放开后第一个领到摊位证的“个体老板”，她在回忆自己经

商经历的时候对其经济效益是这样描述的：

头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我赚了 6元多，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我当了多年临时工，

每天工钱不过 0.9元，一个月下来才 27元。如今天的收入能抵几天？谁也算得清。我还记得，隔

一天后生意更好，赚了 22元，使我经商的信心更足了（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7：110）。

本（义乌）县桥东公社五爱大队，人多地少，人平均只有四分多田，劳动力有余，去年四月以

来，有 45户社员生产塑料小喇叭，5户社员生产铁哨子，他们的产品全部通过这个市场销售出

去。截至今年十月的十九个月中，生产塑料小喇叭二千三百万只，产值六十多万元，纯收入三十

八万四千余元，加上 5户生产铁哨子的纯收入二万八千余元，共收入四十一万二千余元，平均每户

增加收入八千多元（中共义乌县委办公室，1982）。

[乐村村民CTG]我 1963年开始鸡毛换糖。那个时候，生产队规定每个月交 80斤鸡毛，算 240
分工分。240分工分分红有多少呢？10个工分才 4毛 2分钱，我们生产队还算好的，有的地方只

有 2毛或 1毛 6分钱。

……辛苦当然辛苦。80斤交上去，还有多余。做生意内行一点，同意你出去的，那大概一个

月，除开支以外，还有 200-300块钱，那是内行一点的。不内行可能也要亏本的。一般情况下只

有 40-60块钱。

按乐村村干部LJF的说法推算，1960年代中期的乐村生产队种田一天是 9个工分，平均情况下 10个工

分是 0.5元左右，那么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 13.5元左右。根据 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78年
全国农民的平均纯收入为 134元，其中从集体得到的收入是 88.53元，家庭副业纯收入是 35.79元，其他非

借贷性收入是 9.25元（《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471）。这说明单从集体经济记录中的数据来看，乐村农民

与全国农民在 1978年前后的收入水平相当。相比之下，鸡毛换糖的收入要丰厚多了，不内行的人基本上

一个月左右的收入就可抵集体分配中全年的收入；那么，内行的人一个月就是全年农业收入的 3倍到 5
倍。由此，按照普通的鸡毛换糖收入水平和交易时间（一年当中可以出去三个月左右，主要是农闲时节尤

其是春节前后）来计算，乐村鸡毛换糖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 3倍以上，这为其日后的

经商储备了充足的经济资本。

不但我们调查的个案村庄反映出鸡毛换糖的经济资本积累功能显著，义乌其他地方“鸡毛换糖”的经

济效益同样显著。

根据《“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一文对平畴公社新兴大队的记载，我们看到了“鸡毛换糖”的经济

效益的普遍性。

这个大队 110多户人家，300亩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可一直是全公社数得着的高产稳产

队。道理很简单，这个大队粮食首先是高就高在鸡毛上，稳也就稳在鸡毛上。过去，每到年关，这

个大队能出去的劳力都出去收鸡毛，毛肥要占全年肥料的 30%以上。到了 1976年春节前，刹“鸡

毛换糖”的风，全大队还溜出去一二十副担子，用个把星期时间去换毛，但换来的鸡毛少了，总共

只千把斤。 这一年生产队缺肥料，粮食也减了产。1978年春节前后，公社党委对这事松了松

手，新兴大队便出去 70多副担子，20天左右就收回鸡毛 1万多斤，为国家提供出口红毛 20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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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近 4000元。更主要的是给生产队积储了鸡毛这一特等有机肥料 8000多斤。这一年虽然遭

受严重的干旱，粮食总产和单产却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外出回来的社员把红毛和其他破旧

卖给当地收购站，得了现钱，备足了一年的油盐酱醋钱。一笔帐算出了三个利：一利国家，二利集

体，三利社员自己。（选自《“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浙江日报》1979年 3月 24日第二版）。

鸡毛换糖的经济效益为“货郎”①尤其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内行”人积累了日后经商必需的经济资本。

CPS对自己“发家”经历的阐述也支持了这一点。

本来，像我们都在种田，没有路子到外面拿货做生意。我 27岁开始鸡毛换糖，（当时没有本

钱）装货的那个盒子是向我表姐夫借的，再向我丈母娘借了 40斤红糖作为本钱，又向方唐鑫的小

爷爷借了 15元钱买货郎担和针线之类小百货，开始做生意。不要说坐火车，坐火车是坐不起的。

就是拉着独轮车自己跑路到诸暨鸡毛换糖，从早上开始走到第二天凌晨 3点种，总共跑了 120里

路到达诸暨。从腊月十二到次年正月初六，又将换来的鸡毛用独轮车拉回家来，就挣了四五十元

钱，高兴死了。我在诸暨换了两年半，后又到江西换了两年半。

鸡毛换糖积累了几百元钱之后，我就开始做袜子生意。……我们到绍兴拿来袜子到廿三里

市场上卖。……我们那个时候坐火车到绍兴拿袜子，只拿 500-1000双，在廿三里市场上，用手拿

起来卖。改革开放后我又拿袜子到贵州做生意。……这样生意就做大了，我也就发起来了。

表 1 1984年廿三里镇廿三里村专业户登记表中前 10户小商业经营的基本情况

家庭人口数

劳动力人数

从事专业人数

全年家庭收入（单位：元）

专业收入（单位：元）

商户1
5
3
2

3000
2000

商户2
3
2
2

3000
2000

商户3
3
1
1

2000
1000

商户4
5
2
1

2500
1500

商户5
3
1
1

2000
1500

商户6
5
2
1

3000
2000

商户7
2
1
1

2000
1500

商户8
3
2
1

4000
3000

商户9
3
1
1

5000
4000

商户10
4
2
1

3000
2000

（二）人力资本的积累

这里的人力资本主要指的并不是教育与文化知识水平，而是经商的意识与能力，重点强调经商过程中

对问题的反应意识与操作能力，比如对商机的判断能力、把握能力、市场竞争意识、应变意识等。

鸡毛换糖在经济效益之外充分利用了农闲时间，大大解放了剩余的劳动力。在我们访谈的个案中，有

两个劳动力以上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外出，而且都是男性，即对于家庭来讲是更主要的劳动力；据年

长的村民普遍反映的说法是当时除了个别男性劳动力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外出鸡毛换糖，全村绝大多数人

都外出，刚开始是间歇性的，后来逐步向长时间、职业化演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它为义乌乐村

人日后经商积累了商业经验这一人力资本，正如CHC所说：

经商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经商的老板就像一个将军……包括乐村人在内的廿三里人，历来

都愿意做生意，把做生意的经验代代相传，使后代人的经商经验更丰富。鸡毛换糖时，要讲究去

换糖的时间、地点，如何与人打交道、结交朋友，要注意一些交换货物的技巧。……一般是先出去

的人带着自己的兄弟、儿子或亲戚等到外地去鸡毛换糖，让他们看着学、学着做，直到他们能够自

① 货郎是义乌人对鸡毛换糖者早期“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阶段的称呼。

复数的鸡毛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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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独立做生意为止。

……（就这样）祖先们把自己在经商中的日常经验一代一代往下传，使得一代一代的经商经

验和技巧不断成熟和完善起来。就是亲带亲，邻带邻，使这个廿三里鸡毛换糖做生意的人越来越

多。到改革开放之后呢，几乎成了全民经商了。

根据我们的访谈、观察及感受，义乌人经商的这种人力资本特征归纳为：能吃苦，敢于背井离乡；周游

四方，生存能力强，开拓能力高；积极进取，不满足于“过小日子”；①“不以利小而不为”，善于发现、计算小

利，灵活的讨价还价口才；商业推销能力强，沟通技能高；守诚信，重承诺；善于发现商业机会，讲经营规范；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善于双赢的商业运作等。义乌市委市政府 1989年提炼的八字义乌精神“勤耕、好学、

刚正、勇为”，1992年提炼的“勤业兴商、诚实守信、以小做大、敢为人先”市场精神，以及 2006年补充的“勤

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义乌精神，体现的都是这些义乌商人的人力资本特点。

义乌商人把自己的经商能力和技术总结为“三差”：时间差、空间差、信息差。春节与农闲时节出去进

行鸡毛换糖着重打的是“时间差”；在不同的地方进货、卖货，调整物品的流通渠道，使不同的商品顺利地进

行交易，打的是“空间差”；在供求双方之间架设物品流通和交易的桥梁，成功进行买卖，打的是“信息差”。

无论是早期的鸡毛换糖，还是中期的小百货经营，还是现在的商贸联动及其国际化，遵守的都是这“三差”

技术，而这种经商头脑与市场控制能力是一种特有的人力资本。

这种灵敏的商业意识加上肯吃苦、耐劳苦的义乌商业精神就成了决定鸡毛换糖成功的首要因素，义乌

民间对义乌发展经验有这样一种总结：勤俭是基础，诚信是准则，开放是信念，敢为是动力。由此可以看

出，在没有优势资源的前提下，义乌人的人力资本因素是义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资本的积累

义乌人发现市场信息的能力是人力资本，但市场信息网络本身和经营网络本身是社会资本。义乌人

通过鸡毛换糖既获得了经济收益、人力资本，还获得了大量的市场信息等无形资本，并且鸡毛换糖的社会

流动使村民的交往范围突破了村落和区域的限制，使义乌“鸡毛换糖”商业经营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些经商者在各地都有朋友，能从个人的、小规模的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商业网络。根据义乌档案的记

载，“绍兴市金鱼场袜厂近年来积压卡普龙袜子十万余双，无路可销，企业处在倒闭的边缘。今年（1982
年，笔者注）八月份，该厂派人到稠城镇小商品市场了解行情，进行试销，通过这个市场渠道，仅仅半个月

时间，将积压的袜子全部销光，使该企业得到新生”（中共义乌县委办公室，1982）。随后，当地各种生产

小商品的厂家都纷纷来到义乌找市场销售渠道。这对义乌市场的规模增长起到了货源支持和信息交流

双重补充功能。

在调查中，许多村民都说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商业经营的社会

关系网——即社会资本。

[WMS]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交往要比在村里的人宽得多，各种朋友都有。社会关系呢，过去

① 义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文革”的时候，一个小孩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妈妈说另外还要去买点东西，就叫小

孩子在街角上等一下。这时走过来一个买鸡的，可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问小孩能不能把鸡卖给他，这个小孩当即以高一些的价格把

鸡卖掉了。根据调查对象的说法，这个故事体现了义乌的小孩子由于“商业”文化气氛的浓厚，都知道价格差的利润，并且甘愿放弃过年

美食的享受。后来更多的父母都拿这个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具有商业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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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部交往得多一点，现在反正各个方面的人都有，有银行的、工商的、税务的，还有大家做生意

的那些人。我在遵义做生意的时候呢，结识了很多朋友。

义乌人做生意过程中结交朋友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偶然的，而确实是义乌人经商的传统

与经营所需。说其经商传统是指其流动性——鸡毛换糖都是要出门在外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在家靠父

母，在外靠朋友”，所以结交朋友取得在外的相互支持是流动性经营的必要条件，这种传统起始于明朝戚继

光平倭之后解散回家的义乌兵组成的“敲糖帮”，当兵出身的人经商最讲朋友义气与合作精神，这种经营风

格被义乌人当作光荣传统一直继承下来。说其经营所需是指义乌在经商过程中为了达到经营目的必须进

行合作进而形成朋友相帮的社会关系网。我们调查过程中有一部分村民对“鸡毛换糖”生意的秘诀总结是

另外的三点：第一是通过抬高现金买价尽量以物易物；其次是但求货多，便于废中取用，分门别类；第三是

前担抬价，后担平卖。这种经商意识与经验最起码要求义乌外出的经商人群内部有彼此的分工与协调，这

种合作关系形成了相互的朋友支持网。这里首先表明的与前述的转向货币的现金交易并不矛盾，一方面

“物物交换”作为传统的交易方式，相对于“少赚点”的现金交易确实利润率可能更高（即使计算时间物的成

本），所以还有一部分人在早期倾向于采用物物交换。但“前担”与“后担”的合作确实体现了社会网络的

“意识”。

可以说义乌后来商业集群的发展与鸡毛换糖所形成的“社会流动性”及其与商业流通性的契合关系

密切。义乌人鸡毛换糖的同时，一方面积累本钱，另一方面也开了眼界，了解了各地的生产与发展需求，

搜集各种商业信息，连同资金需求、技术需求、人力需求等。后来经商的不少成功者“知道市场信息，知道

商品的价格，大部分都是通过鸡毛换糖经销获得的”（访谈个案 FHQ）。经过实践操作积累了资本与经验

的义乌农民，在遇到政策放开的时候，大批换糖人变成了商潮中的一支生力军，正如谢高华在 1982年全

县劳模、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人们开始敢于劳动致

富，“农村那些会经营的人才更是大显身手”，大都从事小百货经营，苏溪公社龙华大队“全大队 160户，只

有 6户没有干”（谢高华，1982）。这种群体性经商局面，为工商业并重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市场主体

来源。

五、归纳与分析：复数行动的形成逻辑

就义乌市场发展的过程而言，小商品经营合法化以前“走乡串户”的鸡毛换糖和 1984年前后农民规模

化经营“买全国卖全国”，再到后来的“贸工联动”，直到形成全球化“小商品的海洋”，各个阶段的经营形式、

交易物等经济学的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如“物物交易”转变到“货币交易”、从“鸡毛换糖”转变到

百货经营、从现金交易转变为电子商务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的政府引导与治理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市场

发展战略的制订与市场开拓方面，既激活、放大了市场活力，又逐步引导市场秩序走向规范（刘成斌，

2014），但市场成功的社会基础仍然是承袭鸡毛换糖的商业文化传统。本文基于社会行动的视角来梳理义

乌的鸡毛换糖过程及功能，意在能够从义乌人经商的行动模式中提炼出一些具有“亲和性”（不一定是因

果）的商业伦理，进而为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或反思。

韦伯在探讨社会行动的概念时认为社会行动就是行动者赋予其主观意义的指向他人的行为，韦伯对

社会行动（行为）下定义时，无论是讨论其内涵还是列举其外延包括的例子时都特别强调“他人指向”。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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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反复强调“他人指向”是强调社会行为的“互动性”特征，“社会关系从双方的观点出发，客观上是‘单方面

的’。然而，当行为者以对方的某种特定的对待他的态度为前提，并且以这些期待作为他自己行为的取向，

这对行动的过程和关系的形成可能具有后果，而且大多数也会具有后果”（韦伯，1997：58）。韦伯对社会行

动的（行为）定义强调“他人指向”和“互动性”特征对于分析经商行动的意义具备特有的价值，经商行动如

果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而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其商业交易的后果是无法与交易对象建立常

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互动关系。

（一）农民经商与交易物的选择：“复数主体”与“鸡毛换糖”行动的“经验诱因”

浙江义乌市场兴起的“经营主体力量”是农民，农民经商带来了市场分化和持续繁荣，而其市场主体的

最大特征就是“人多”——经营者众多造成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而不是走向以集体或国营经济为主导的

市场体系（刘成斌，2011）。从前述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初义乌农民在生存都不保的情况下，哪里有经商

的本钱去做“大生意”呢？“鸡毛”和“糖”成为农民经商的可行选择。从鸡毛换糖的交易物来看，鸡毛的最大

特色是“小”，中国人喜欢说“鸡毛蒜皮”以示其事之“小”。如果单纯看某一次交易，鸡毛的交易利润是十分

有限的，农民经商在中国不但有着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地位序列，而且义乌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还面临“政

府”打击“投机倒把”的风险，一旦抓住那是轻则“没收”，重则“坐牢”。所以，义乌农民选择了“小”的商品交

易类型以避免因为交易对象过大、重要而被国家工作部门或人员重视；既然是可以当作“鸡毛”一样忽略的

交易，当然是单一的一次交易利润会比较“小”。如果单笔交易利润所得较小，再不进行多次交易，这个“行

当”必然无法持续下去。所以，义乌农民要想把鸡毛换糖作为一种商业贸易经营下去，必须进行反复的、以

量见长的“复数”交易，通过“不以利小而不为”积累较高的年利润率。由此，义乌农民追逐的鸡毛换糖交易

完全不同于“资本利润”的贪婪型，这一点不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与利率成正比的资本贪婪本性，而是与恰

亚诺夫所讲的“农民家庭结构是农民农场组织的最主要因素”，“农场经济活动规模的下限取决于家庭维持

生存所绝对必需的物质利益的数量”（恰亚诺夫，1996：20-21）相似，与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

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所描述的马来西亚农民那种并不追求收入的最大化，相反追求生存保障为底线的“生

存伦理”（詹姆斯·C. 斯科特，2001：6）也近似。

从行动主体的“复数”来讲，义乌鸡毛换糖由于其小而进入门槛极低，可以说想做的农民都可以从事这

一经营，义乌农民经商的兴起正是在 1984 年国家放开农民进城经商的条件后才发展起来（刘成斌，

2011）。由于市场主体的“人数众多”而形成“集群”式经商，这种集群经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充分的

市场竞争导致商品和市场主体的可替代性非常强，也就是说采购者选择什么样的商品、选择哪家经营者进

行交易都是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和空间的。进而，可替代性促使经商者必须“薄利”，为了回头客和规模化经

营形成“薄利多销”模式。从理论启示上讲，这一点也告诉我们，复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商必须以充分的

市场竞争为前提——我们必须打破垄断，让经营者失去“暴利”的特权。

（二）鸡毛换糖的交易对象：“千家万户”与复数行动的可行性

义乌农民反复用三个“千万”来形容他们“鸡毛换糖”生意的行动特征：一是串了千家万户，二是说了千

言万语，三是走过了千山万水。这三个“千万”都是“复数”的体现，也是义乌工商业经营者至今自豪的“家

底”传统。但很明显在这三个“千万”中，“千家万户”是最重要的，千言万语是针对千家万户中的居民而宣

传的，没有了千家万户的居民作为交易对象，千言万语就成了空话、自说自话；走千山万水也是为了寻找到

千家万户里的交易对象。所以，义乌工商业经营者要卖的千家万户居民日常要用的各种“小商品”，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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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是千家万户都会有但一家一户又不会量太大的“鸡毛”。义乌鸡毛换糖者如果只是瞄准少数人的

“鸡毛”，其生意便难以养家糊口。

由于鸡毛是千家万户普遍拥有的“交易物”，义乌经营者交易的对象是以“量”取胜的“千家万户”；义乌

人早期鸡毛换糖之所以到农村去送货上门，就是因为那里的交易者是复数。规模化初期的薄利多销模式

是以薄利的批发为行动的跳板，实现规模化多销为终极目标；到了交易、制造并重的国际化市场阶段，“蚂

蚁商人”的称号形象而准确地说明了义乌人的“薄利”性，薄利吸引客户，客户繁荣市场，市场壮大发展，形

成良性循环。义乌人的薄利行动模式让笔者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小孩在大人们的眼中

属于“傻傻”的那种，因为每当大人把一个五分的硬币与一个一毛的硬币同时扔在地上让他挑一个来归属

自己所有的时候，他总是去拿那一个五分的，从来不拿那一个一毛的硬币。村里的大人甚至别村的很多人

看到这个小孩子都觉得他不是那种智商低下的小孩，不相信这个小孩子会这么“傻”，于是自己掏出硬币来

做“实验”，实验结果当然是看上去并不“傻”的小孩子真的是“智商低下”。而事实上这个小孩子正是利用

了普通正常人的理性思维——利益最大化，而连续地重复性获得“五分硬币”，五分硬币一再重复，其得到

的远远超过那些依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去捡一毛硬币的行动选择。义乌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思维就属

于“要五分不要一毛”，我们不妨称其为低限度理性。①这一概念不同于经济学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

有限理性，而是由行动者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主动限制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通过有限制的利益追求

而实现可持续的利益重复和增长。

薄利多销的低限度理性“这样一种心态绝非天生自然的”，也不是单纯靠工资刺激生成的，以货币为依

据制订工资的话，“不管是高薪或低薪都无法直接产生出这种心态，它只能是长年累月的教育过程的结果”

（韦伯，2007：37），这里的“教育”是实践教育，是市场化行动实践中逐步历练、日渐提升形成的。义乌人早

期的鸡毛换糖具有重要的行动模式奠基意义。鸡毛换糖阶段义乌的经商行动者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游历

范围较远，离家外出，惨淡经营，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尝尽人间生存的酸甜苦辣。“光是离乡背井这个事

实，便属于劳动强化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光是在一个迥异于熟悉之地的不同环境下劳动这个事实，便

足以打破传统主义，并产生‘教育’的效果。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多么地仰赖于这样的作用，几乎是不用加以

分说的”（韦伯，2007：19）；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对于义乌小商品业“薄利多销”经营模式具有决

定性意义。早期鸡毛换糖的经商者通过与各层次的人打交道，了解各地的民情风俗，既增长了见识，也增

加了实践能力。鸡毛换糖阶段从最底层的打拼开始积累自己的商业资本，其行动的惯习特征是勤俭、节

约、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是义乌先富起来的农户的共同经验（谢高华，1982），在这一点上，颇有韦伯所说

的“入世苦行”的色彩（余英时，1987：69）。义乌人早期“鸡毛换糖”阶段所经历的生活方式及其形成的商业

行动习惯为后来从事工商业奠定了特有的人力资本和道德基础，无论是在媒体宣传的报道上，还是在社会

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义乌的商人大多数都非常反感炫耀财富，也就是通俗所讲的义乌人非常低调。这

与他们鸡毛换糖阶段的艰苦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试想如果是“一夜发财”、不懂得创业艰辛的暴发

户，怎么勤俭节约得起来呢？总体上讲，鸡毛换糖阶段的经营者是农民，属于劳苦阶层，贫穷使其经商，劳

苦使其朴实，进而形成一种商业经营的道德境界——在寻求生存的努力中具有追求财富的“天职”观念，这

① 笔者一开始一直用有限理性的概念来表达，但有限理性只是表征不是无限，而且容易让人联想经济学的分析并无法准确地表达

出“只要五分不要一毛”的内涵，所以本研究用低限度理性。

复数的鸡毛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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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内在基因。因此，就义乌经验来看，其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没有经历“冲击—反应”，而

是在本国的经济政策等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够从本地“鸡毛换糖”或类似的传统中衍生出来。“鸡毛

换糖”这种内生的经营模式及其文化传统既不是外来的“冲击”，也不是新教的“功能等价物”（单世联，

2004），因为新教伦理是一种精神“信仰”，而鸡毛换糖只是一种“实务”的生计。

（三）心理习惯与复数行动模式

根据义乌农民在鸡毛换糖生意中的经济诉求高度来讲，他们的经济欲望并不高，起初是出于“补贴家

用”，也就是农民所讲的“副业”定位，后来纯粹的工商业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知足常乐”的习惯，这

一点说明“农民就是农民”。义乌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从事的鸡毛换糖大多数“行动

者”在行动的出发点（动机）上并不是要做什么大生意，就单纯从当时客观的时代背景、制度条件来讲，这也

根本不可能，人们吃饭都成问题的背景下，义乌农民也同样面临“吃饭”这一头等大事。社会人的行动动机

和逻辑并不由其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事实”①所形成的结构决定的。由此，义乌人在改革开

放前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其“鸡毛换糖”和演变成小百货的开始阶段，其行动的初衷主要是追求生存型

利润，而不是追求“创造事业”的野心与“霸业”。由此，这种动机追求层次也反过来使义乌人在做生意的过

程中，能够对“薄利”的交易保持比较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义乌农民长期坚持“薄利”的复数行动提供

了心理逻辑的支持。

义乌人“鸡毛换糖”靠“灵活”而不是靠“胆大”。小空间的缝隙需要讲究“灵活”，灵活地发现市场需要，

灵活地补缺空位，灵活地寻求信息差，灵活地交易以方便“顾客”等。鸡毛换糖的流动经营，之所以是流动，

首先是为了迎合“农民”日常生活小商品需求这一市场；同时，国家相对忽视这一“过小”的商业领域，而农

民单纯为了“针头线脑”的小事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单独到镇上去跑一趟，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灵活首先是

在商业市场的定位上摸准了“国家忽视”、农民需求的“小市场”；其次，送货上门的鸡毛换糖又节约了农民

“赶集”到乡镇上往返的“交通成本”（时间、人力）；第三，义乌人“鸡毛”及其相关“回收”商品大大提高了农

民交易的积极性，因为现金可以，塑料布可以，甚至本来不太有用的“鸡毛”也可以。这三点充分表明，义乌

人鸡毛换糖的市场“灵活性”，这与现如今“胆大”的房地产商完全是不同的行动逻辑。

表 2 义乌经验的行动模式及其商业伦理的逻辑结构

商业起点

鸡毛换糖

经营过程

本钱小：进入门槛低；

商业定位：副业，有钱赚总比没钱好；

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

经营理念：以薄利多销、反复交易实现“量”的增长；

交易形式：逐步多元化、规模化

行动功能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

累，而且三者并非孤立或有所偏废，而

是和谐相融的共同体

伦理渗透

复数行动：能够立足长远

利益而克服短期行为。

从义乌农民转变成市场经营的主体力量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的人力资源特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实践

形塑着一种经济，它遵循着某种固着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却不能局限于经济理性”，实践中的经济行为“受

着历史和情境的双重限制”（布迪厄，2004：162-163）。但这种双重限制条件下形成的“复数行动”在商业

上具有重要的伦理意蕴，打破了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纯粹的”“完全的”市场哲学，从而表明不完全“透明”

①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社会事实有显性的，还有隐性的，也就是说，不论行动者是否意识到了“结构”的力量，“社会事实”都会“强制

性”地对个人的行动发生影响。具体参见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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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不充分的市场信息、不孤立的经营角色依靠复数行动可以实现持续性发展。我们在论及市场发展

的“精神”时，应该反对商人那种“为利扬帆赴地狱，哪怕炼火灼尽帆”的胆大无畏的个人“嗜欲”，因为单纯

地以赚钱“充实自我利益的贪欲并不是一种精神”，而仅仅是一种缺乏“自觉”的、陈旧的利益冲动，而利益

冲动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所以中国社会当下乃至全球应当主张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

格”（韦伯，2007：27-28，32-33）。

但反观中国整体的市场化现状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复数的经营主体”或者是在“复数的经营理念”上

都还存有不足，在国家安全之外的诸多民营领域，还存在诸多的垄断，无论是交通领域或是信息产业，都缺

乏充分的市场竞争主体权限的放开；在复数的经营理念上更有待弘扬与建设，就以食品安全当中的奶粉安

全为例，正如一篇《洋奶粉奇贵，国产奶粉要争口气》的新华社评论所说，中国奶粉产业必须“甩掉捞一票是

一票、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的恶习”，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搞上去”，也才能挽救中国人对国产奶粉

的信心。复数行动在市场体系中所具有的商业伦理价值正如法国社会学家佛朗瓦·佩鲁指出的，“经济体

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

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文化探源课题组，2007：29）。

复数行动如果算是一种文化积淀的话，其得以循环、持续的前提是必须以市场集群而不是垄断、以市场诚

信而不是欺诈为必要支撑条件。如果是市场由少数几个企业主体所垄断，注定是无法形成市场经营者的

自由竞争、薄利意识，义乌市场的兴起是一种靠成千上万的“农民经商”进而促进市场分化并形成集群经营

模式（刘成斌，2011）。集群经营中的市场主体由于经营者的“复数”使购买者有了充分的选择替代，从而经

营者不可能形成“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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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 Trades between Feather and Sugar: Th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of Yiwu, Zhejiang Experience
LIU Cheng-bin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exchange between feathers and sugar as a focal point is analyzed in
the paper. The order of this paper is to indicate the complex action as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Yiwu
commercial cultural heritage. Those peasant businessmen chose the chicken feather for sugar because of
their small capital. Due to the threshold is so low that the management subject is numerous and full substi⁃
tutability, the low profit is formed with the avocation of household sideline production. For large-scale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the pursuit of repeat is formed to achieve“turnover”. Those businessmen of Yiwu ac⁃
cumulated economic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is pattern of“complex action”. Feath⁃
er trade is so small that it’s incentive for the pattern of complex ac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mited
desire and low rationality. The trading customers are so many that it’s feasible for this pattern. The habit
of practi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s formed in Yiwu. The topic of“complex action”is important in ethical
for restructuring the mind of commercial opera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stable and sustainable commercial
order especially in preventing short-term behaviors.

Key words: complex action; trade between feather and sugar; Yiwu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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